
忆 老 董
乌家培

辅扔同志和我都是宁波老乡。我有幸见过他的父母，尤其是他的父亲 

一口地道的宁波话，听起来格外亲切。他的夫人刘蔼年同志是著名的眼科 

医师，曾给我诊断和治疗过眼疾，对她的帮助至今难忘。

我和老董的共事关系是在中国科学院（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）经济研 

究所国民经济平衡组那段岁月里，大概有10年多时间。1959年我因受中 

苏关系破裂的影响留苏未成，就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团委回到经 

济研究所，即到平衡组工作。当时我们的组长为杨坚白同志，老董是副组 

长，在他之后还有一位副组长，那就是刘国光同志。老董在全组1〇多位同 

志的心目中，不仅是业务领导，而且还是政治领导，我们多称他为平衡组 

的 “政委”。我和他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，经常交换对国内外学术动态的 

一些看法，合写过论文，合译过书，合作过课题。

记得1962年，我们为《经济研究》合 写 《关于居民购买力同消费品 

供应之间平衡关系的几个问题》（1962年第10期）一文时，事先两人稍加 

商议后，由我负责撰写“生产与需要的一般关系”、“需求、有支付能力需 

求、居民购买力三个范畴的差别”、“居民购买力同消费品供应之间的平衡 

关系”这前三个部分的基本概念和定性分析，老董负责撰写该文的“重头 

戏”即第四部分“保持居民购买力同消费品供应间平衡的几个问题”。我 

$ 时花了好长时间才写出来，而他拿过去我写的那部分后不到两三天就完 

成了，篇幅比我的多了一, ，充满了数值分析。这使我对他非常佩服，特 

别是佩服他擅长于用假设的数值分析来把马克思再生产公式具体化。

那时平衡组大多数同志俄译汉的水平都不低，老董组织我们集体翻译 

苏联学者（如诺特京等人）有关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经济平衡几部著 

作，每本都由一个人主译，其他人参加，各译一章或几章，最后交老董或 

老刘去统校。我记得这些书翻译得相当快，每本书用不了太长时间就出版 

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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‘‘四人帮”倒台后，老董积极组织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参加揭批 

“四人帮”的理论斗争，当时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名义出版的《“四 

人帮”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篡改》（山西人民出版社，1978)，从我 

参与写作以及同老董的联系中体察到他是该书真正的主编，该书在经济理 

论的拨乱反正中起到了重大作用。

1980年我赴美做访问学者，在研究工作上同老董没法合作广，但访问 

美国的两年间，我向经济研究所反映在国外的学习、工作、生活情况，还 

是用书信向老董还有老刘桑报的。

1983年我回国后离开经济研究所去了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，这段 

时间同老董还有过一次合作，那就是根据万里同志（时为国务院副总理） 

的要求，完成一个关于“七五”国力预测的研究课题，老董是课题组组 

长，而我是副会且长。成员有来自两个研究臟几位同志。録董的正确领 

导下，我们课题组按时胜利地完成了上级交下来的重要任务。

在我同老董的交往中，他那敏锐的洞察力、超群的分析能力和快捷的 

写作能力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曾有人告诉我，他在苏联答辩通过的 

副博士学位论文《苏联和中国的国民收入》 （其中前一半以《苏联国民收 

人动态分析》的专著形式于1959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在国内出版），颇获 

导师好评，并iA 为他在此細上还可争浦士学位。縣在当时苏联对博  

士 的 要 求 高 于 -般 醜 。自 此 不 錢 见 老 董 学 成 _时 触 的 学 术 水 平  

了。老董在平衡组工作时经常给大家讲，做研究工作需具备两个必要条 

件：一个是“屁股”，即敢于坐“冷板凳”，另一个是“脑袋”，即勇于 

“创造性思维”。对老董提出的“屁股加脑袋”的说法，一直铭刻在我心 

里，我有时还引用他的话告诫青年学子要戒浮躁而@于探

老董看问题尖锐，又爱发表己见，这是他的一大优点，但有时也给他 

自己带来某些不必要的麻烦，甚至遭到不公正的待遇。我却很喜欢他这种

真诚、坦荡、直率而不世故的个性。

现在，老董已离我们而去。然而，老董为人正直的卨尚品德和孜孜以

求的治学精神，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，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。

值此首都经济学界研讨董辅扔学术思想之际，谨以片断回忆，来悼念 

老董。




